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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文主义的成立及其内涵（上） 

——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中心的基础性理解  

注：本论文原为一篇，提交给第七届国际新儒学会议（2005年9月10-12日在武汉大学

举行）。《重庆社会科学》发表时嫌太长，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发表在2005年第8、9期

上。  

内容提要：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以现代新儒家的探讨为基点，通过人文主义在

西方的限制与不足的分疏进而指出：打开道德的主体之门为成立人文主义的唯一进

路，而中国文化正可以成就这一进路，它可以使人文主义成为一个综摄的系统，领导

文化生命前进的最高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人文主义与幸福的问题,以说明

人文主义应如何关照人的物质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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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徐复观翻译了日人三木清氏的《西洋人文主义的发展》一文，发表于《理想与

文化》第九期。在该文中，三木清氏梳理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历程，并指出了其限制与不

足，同时对人文主义之成立及其本有意涵作了理论上的概括。（1）该文的是非得失在此不

论，但它却引发了港台现代新儒家对人文主义的普遍反省与探讨。牟宗三由此写了《人文主

义的基本精神》、《人文主义的完成》和《人文主义与宗教》诸文；唐君毅由此写了《世界

人文主义与中国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名义》诸文；徐复观由此写了《中国古代人文精

神之成长》、《一个中国人文主义者所了解的当前宗教（基督教）问题》，他更在此基础

上，写成《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一书，来阐发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发展与落实。本

文之上篇将在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的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来论述人文主义之所以成立

的基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人文主义与幸福的问题，以说明人文主义应如何关照人的物质性

存在。而这，只能在中国文化中才能被很好地解决。   

一、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与不足  

“人文”二字虽为中国文化所固有（《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但人文主义却是西方文化中Humanism一词的译语，也有人把它译成人本主义。

所谓“人本”在西方文化中是相对于“物本”和“神本”而言的。然西方文化占强势地位的

是“物本”和“神本”，前者成就科学和形而上学（哲学）；后者成就宗教信仰。人文主义

只是在“物体”和“神本”之间作一些补漏救弊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君毅才说：

“西方之‘人文主义’，差不多均是由于欲对治或反抗某种文化上的偏蔽而兴起。”（2）

也正因为如此，牟宗三才说：“在西方学术思想传统里，人文主义不是主流。而且它也是潜



伏在那里，时隐时显，因此它始终没有彰显出来，完成其自身之系统，以为领导其文化生命

前进之骨干。”（3）这就是说，人文主义虽然是西方文化中提出的概念，但因“人”这个

“本”被“物本”和“神本”给闷住了，故从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的发展来看，并不能尽人

文主义的全蕴。那么，在现代新儒家看来，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到底有哪些限制与

不足呢？ 

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若就其粗线索勾勒，可分为西塞罗时代的人文主义、文艺复

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这三个阶段的人文主义其具体内容或容有差

异，然就它们的基本性格而言，皆不能担当领导西方文化生命的使命，则系其共性。因为它

们有其不可克服的限制与不足。关于西方人文主义的限制与不足，牟宗三在其《人文主义的

完成》一文中有详细的分疏与指陈。首先，看西塞罗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一概念，在

希腊并未成立，其成立在西塞罗时期的罗马，故西塞罗是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个意识到人文主

义内容及其价值的人。他之所以有这种自觉的意识，牟宗三认为：“是由于罗马原是一野蛮

民族”，故西塞罗的人文主义自觉“正表示野蛮无文的民族开始自觉到自己之野蛮，自己之

纯为赤裸裸的原始生命之不足，反省到自己之寒伧，而想要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西塞

罗的人文主义，正尽了这个责任。”但因这个责任只落实在“现实生活之重自由、尊理性、

富美感，这种广泛意义的生活情调”（4）之上，因此，这时的人文主义只注意到广度方面

的礼仪规范之上，并没有由此复向内向深处开发，以彰显出人文主义得以成立的文化生命的

最后根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人文主义自觉，正如唐君毅所说，是基于由外在

的观解而来的补漏救弊，并非直接从人之自身而要求自立起来。这实际上并不是自觉，而是

他觉，依他而觉。这样一来，此时的人文主义则既有其成就，亦有其限制。其成就在：这种

人文主义能极成有教养、合规范的社会政治生活；其限制在：这种有教养、合规范的社会政

治生活，只是外在的重秩序、尚和谐，实不能凝聚收摄于人的生命中而得以最后的贞定。因

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所成就只是外在的、形式的、美的人间境观，而这种美的人间

境观因是外在的、形式的，因而是松散的、虚脱的，随时可以滑坠堕落。这是因为，人文主

义若只落实在现实的生活情调之上，即是松散的、无“本”的，而无“本”，则自身并不能

挺立得住。其次，再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之得到世界的意义，是在这个

时期。但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依然承继了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传统，是对中世纪

基督教神学桎梏的对治和超克。故此时的人文主义还是停留在外在比照之后的补救，而不是

人自身的自觉自立。Renanissance的本来意思是“人的再生”，即把人从神的蛰伏之下解救

出来。所谓“再生”，依牟宗三的理解，就是：“对于现实的人生，现实的自我，个性的自

我，有一种春天之情的喜悦感，而且有一种现实的人间爱”。（5）这样，因重视个性的自

我，人的普遍的理性的一面被忽略，而特别重视人的气质性的一面。因此，可以说，此时的

人文主义因对治基督神学而标举的人的再生，实乃对人的才情等气质之性的肯定。所以，文

艺复兴时期有很多在才情上表现其创造力的科学家、艺术家。对人的特殊的气质之性的肯

定，同西塞罗时期的人文主义尚只停留在外在的和谐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美的境观之上，可以

说是更进一步地收摄到人自身上来，这是人文主义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

人文主义的最大成就，因为对于人文主义来说，这是逐渐回归到“人”这个“本”上来了。

但必然指出的是：人文主义对生命的反省若只到这种程度，而把人文主义得以成立之“本”

建基在人的气质之性上，则依然有其不可克服的限制。这种限制——依牟宗三的看法——主

要表现在：此时的人文主义尚不能由个性之我进一步内透反显出一个与“神”通的普遍的自

我。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总是同基督教神学对显而成立，其个中关键是：此时的

“人”，即个性自我只是一个浑沦的整全，尚缺乏反省的破裂、超越的分解的内在工夫，而

见一个超越的普遍自我，以作为个性自我的领导原则。这样一来，“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



虽表示人性的觉醒，个性自我的觉醒，然其所谓人性仍只是对自神本落下来而说，而落下来

自其自身而观之，又只是一个浑沦的泛说，而个性自我亦只是一个浑沦的整全，因此亦只偏

于就才情气而说”。（6）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精彩由此出焉，其流弊亦由此出焉。其精

彩处乃在：能尽人之才情的个性创造，而产生出伟大的科学和艺术；而另一方面，正如唐君

毅所言，也使得“人之一切自然本能，蛮性的权利意志，向外征服欲，得一尽量表现之机

会；而形成近代文化中另一种人之神性与其兽性之纠缠”。（7）这便是其流弊之所在。最

后再来看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对启蒙思想的“抽象的知性”的

反抗而成立。而启蒙思想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反省而作的凝敛、收缩与沉着。

前面说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执着于生命个性的欢欣而成就了伟大的科学和艺术，

但这种成就是基于个体生命对大自然的爱好与追逐，它并没有收缩回来在主体内作一超越的

反省与分解。因此，这个时期的科学成就大多尚处于经验层面，而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知识

之学并没有成立。启蒙思想就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那种个体生命的爱好中收缩回

来，沉着而为知性的精神。所谓知性，就是逻辑数学所规定的“思想主体”（注意，这个

“思想主体”并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因为它——若按康德的哲学来讲——实只是一些

先天形式，如时空或范畴，如质、量、关系、模态的范畴等，故它是普遍的、客观的、抽象

的。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样一来，“知性”一出现——

依牟宗三的看法——“则人之心灵之具体而浑全的活动即被破裂分解而为各方面的形态。知

性与直觉分开。因此，了解人的本质亦以‘抽象的理性’视为人之本质”。（8）主体为纯

知性，客体为纯自然，知性为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这种收缩回来的基于主体的超越的反省

与分解，使得“学之为学”的知识之学得以成立。这是启蒙思想的最大贡献。但另一方面，

正如牟宗三所言，使得启蒙思想脱离了人文主义的母体，而成为“非人文的”。因为，若仅

以“抽象的知性”视为人的本质，则势必将人的丰富而质实的内容拉空，而人文主义必须从

整全性、丰富性和质实性来看人。这是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者起来反抗启蒙思想的根本

原因。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起初是由一批文学家所发起，被称为狂飙运动。他们从一种

新的生命感情出发，而反对启蒙思想的“抽象知性”的僵化、空疏。尽管狂飙运动同文艺复

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一样，均是从一种生命之情而进入，但狂飙运动有进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文主义的地方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本对立，与宗教不相融；而狂飙

运动则通过对生命的深深体验，则见出了宇宙大生命的无限性与弥漫性，从而有一种泛神论

的倾向。尽管这与真正的宗教精神尚有很大的距离，但可以见出此时的人文主义与神本并非

绝对地不相容了。但这，正如牟宗三所言，毕竟是基于文学情调的主体主义的浪漫精神，这

是一种绝对的主观主义，然人文主义必须由主观主义而进到客观主义，主体的客观主义。后

来的莱辛、歌德适时地提出“人格”的概念，就是要把人文主义由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牵

引。他们借用柏拉图哲学中的Idea（理型）概念，把“人格”作为生命的理型而内在化于生

命之中，导入人文主义之中，从而使人文主义克服主观主义的浪漫精神而走向客观主义。这

样，人在其自身之中有其内在的形成法则，各个人都是从内的无限发展达到其整严规定的个

性。牟宗三认为：“有了人格概念，先把自己的生命内在地客观化，然后始能肯定人间的一

切人文活动，见出其能完成人格的教养作用。这就是移向客观主义”。（9）所以，在歌德

的基于人格的人文主义看来，人格的发展是个性，同时也是整全性。完全的个性，不能不是

“全人”，但不是全知全能，而是人的一切能力都得到充分而健全的发展。这便克服了文艺

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对单纯个性的喜悦，而使得人的能力虽得以充分发展，却又与兽性

相纠缠的弊端。这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最大贡献。然而，歌德等人根据柏拉图哲

学的“理型”而提出“人格”的概念来进入人文主义，其弊端也是极其明显的。生命诚然要

客观化，从而开出其意义与价值。但歌德等人取途于柏拉图的“理型”，则是不够的，因为



柏拉图的“理型”是从对象方面，以一种美学情调的观解，再佐以逻辑思辩，而把握的“体

性学的有”，一种纯“形式的有”。这是一种思辩哲学，由此而进入人文主义并不能尽其全

蕴，因为人文主义必须依仗生命自身的觉悟而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也就是说，依据柏

拉图的“理型”而提出的“人格”概念并不能尽人性主体之切义，不能树立人之为人的“道

德主体性”，并以之真正开辟出价值之源与理想之源。 

以上论述了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尽管在西方文化“神本”或“物本”的压迫之

下，作为“人本”的人文主义并不是主流，然而它毕竟或多或少地尽了它提澌心灵、润泽生

命的功效。但是，如上所述，它的限制性又使得它不能成为综摄而笼罩的形态，而成为领导

文化生命前进的最高原则。那么，形成西方人文主义的限制性的关键点在哪里呢？人文主义

建基在哪里，方能成为领导文化生命前进的最高原则？  

二、人文主义成立的唯一进路  

根据前面的疏解，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其特点和功效容有差异，然其所

以成立的机缘却是惊人的一致，这便是唐君毅所说的都是“由于欲对治或反抗某种文化上的

偏蔽而兴起”，而决不是从人自身的觉悟而进入。这两种进路，前者取外在的反显观解进入

人文主义，后者取内在的主体证悟进入人文主义。前者不能开“道德主体”之门；后者可以

开“道德主体”之门。但真正的人文主义，唯有开“道德主体”之门，才能臻于综摄的笼罩

形态，而成为领导文化生命的最高原则。因此，始终未能叩开“道德主体”之门，为西方人

文主义各阶段的最大特点，也是形成其限制的根本原因。 

西方的人文主义之所以不能打开道德的主体之门，这与西方文化中的思考方式有密切的关

系。前面说过，西方文化是以“神本”或“物本”占统治地位。就“神本”来说，这是要拉

空甚至撤消人的主体性，把一切都交付于至高无上的神。所以，在宗教上越虔诚，便越是要

消解掉自己的主体性，“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归于神”。（10）在这里，当然不

存在打开主体的问题；再就“物本”来说，西方文化的心思全在把握外物之理上，这样，以

客体为主而欲把握其理，则主体方面最当行的机能便是“理智”，理智扑着外物转而活动。

主体若只限于扑着外物而转的理智上，至多只能尽观察、分析、推理之能事。并不能打开主

体之门，超越地分析、批判主体的各种能力。故主体之门在“物本”这里依然是闭锁的。克

就西方的人文主义而言，虽然西方的人文主义者叫嚣要回到“人本”，然切就他们所开出的

人文主义而言，如前所述，并没有真正地回归到“人本”，或者说，并没有真正打开“人”

这个“本”。就他们所开出的人文主义的形态来看，实际上依然是停留在“物本”上，至多

只是一种特殊的“物本”。也就是所，他们只是把“人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物本”，这当

然也不能开“人”这个主体之门了。这样看来，无论“神本”、“物本”，还是所谓的“人

本”，都是站在“客体”方面而有所成，并不能收缩回来站在“主体”方面，叩开主体之门

以见其所成。在西方文化中，真正能触及主体之门的是作为启蒙思想的完成者和克服者的康

德。康德从客体方面收缩回来，以三大批判分别透显主体在成就知识、道德和审美三个方面

的能力。他在这三个方面的哥白尼式的回转，使得他不但在启蒙思想所提出的“抽象知性”

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透显了知性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启蒙思想的完成者。而且进一

步检定了知性主体的限度，从而更进一步地透显出道德主体和审美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是启蒙思想的克服者。但是，康德毕竟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之透显各种主体，乃是通

过先验的批判，他要拉掉内在于生命的存在感受，这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哲学思考。此适

合于讲批判哲学，但并不适合于讲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如前所言，必须内在于生命而



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而康德由先验批判而透显的主体，无法避免其抽象性，他所透显

的各种主体，只是知识的逻辑圆满。也就是说，他只是把各种主体作为知识放在他的义理系

统中予以解析，检定限度、厘清分际。这样，各种主体在康德那里，只是有概念性、形式

性，故我们说康德只是触及了主体之门。 

但人文主义要成为领导文化生命的最高原则，就不能从康德的那种概念性的主体之门进入。

因为概念都有一定的内涵和外延，这表示任何概念都有一定的限制性。但作为文化生命领导

原则的人文主义，不能有这种限制，它应该是“一切建构一切成就之本”，（11）这是现代

新儒家对人文主义的基本看法。故唐君毅说：“人文主义不仅不会与一切含真理的主义相敌

对，而且他（它）正当肯定在各种人类文化领域中，之各种主义相对的价值”。（12）这就

是说，真正的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来建构人自身的文化，而不是一种哲学学说之一，故

应该综摄、消融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与文化。现在的问题是：人文主义的开启点在哪里呢？要

找到这个开启点，这既不能取西方各阶段的人文主义所走的外在的反显观解之路，因为如前

所述，它们并没有真正地回归到人这个主体之上；亦不能取康德的先验批判而透显各种主体

之路，因为同样如前所述，这各种主体因其形式性与概念性的限制，并不能完成人文主义所

本有的综摄、消融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与文化于其内的理想形态。这样，要找到人文主义的开

启点，便只能走中国文化内在于生命、生活的逆觉、证悟之路。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中国文化就是要在人的具体

生命中凸显出这个“几希”，以开启其内在于人的生命、生活的人文世界。这个“几希”既

确保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并由此而开启了真正的人的生活。但这个“几希”并不同于十八世

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如歌德，借助柏拉图的“理型”而提出的“人格”概念，它是内在生

命、生活而逆觉、证悟出的一个精神实体。这个精神实体可以切就孟子的“性善论”而说

“性体”，亦可以切就阳明“良知教”而说“心体”，其实皆是一“道德的主体”。中国文

化始终肯定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完全可以自我作主的道德主体，只要去作操持涵养的工夫，

则这个主体便自然会在生命中呈现。故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

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孟子亦曰：“恻隐之心，

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

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在中国

文化里，通过人格的修养工夫而呈现的道德主体（心体或性体），才是真正的人之“本”，

人文世界即是由这个“本”所开启。正因为人文世界系由道德主体所开启，故它并不是一种

义理系统，而是一种精神境界，乃至强健的生活态度（“强健”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之意），这就不是西方的人文主义所能尽其意的了。所以唐君毅说：“将中国之人文主

义译为Humanism时，在内涵上受了委屈。”（13）中国的人文主义是在由道德主体所开启的

精神境界中综摄一切真理，消融一切价值，即在这种精神境界的润泽中，一切真理与价值不

至于发生偏执与流弊。这若借用庄子的话说，便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

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庄子·天下》）。 

西方各阶段的人文主义，为了救治文化上的偏执与流弊，外在地、对显地构造一义理系统，

其结果是虽克服了这一种偏执与流弊，而自己却不知不觉地生发了另一种偏执与流弊，这个

中的关键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文化的生发点，以中国文化来说便是：道德的主体没有被打

开，文化便不能依靠人自身的觉悟而臻整全。其结果便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而不能

“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庄子·天下》）。中国的人文主义之所以能使一切调适

而上遂，关键是它打开了一个“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道德主体，故在这里的一切，可以



“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何以能如此呢？乃是因为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皆系这个

“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道德主体依其自身觉悟所渐次开发出。这样，人类的文化成就便

不是“得一察焉以自好”的主观建构，而系这个作为文化基点的道德主体质实地流出。关

此，牟宗三曾有一妙解。他认为，中国文化内在于生命、生活本身所觉悟到的道德主体，它

是一个圆轮，亦是一个中心点，或者说“道枢”，人若在此不能提挈得住而得其全，则这个

圆轮亦可上下、内外、正负地开，此上下、内外、正负之开即是世间各种文化系统和哲学： 

1、上下的开。道德的主体一旦成为生命的主宰，则上帝亦可内在化，人若不能随此的内在

化而提升生命，则多从人的负面性（如罪恶）与有限性着眼而蛰伏于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的

威严之下，此即是基督教的形态。 

2、内外的开。道德主体本是“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这表明文化系由这个主体由内向

外的开辟。但人若只站在外面的某一点，见其相对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由此而展开为文化或

哲学。如：就宇宙论方面说，“脱离那主体主义的中心而向客观主义走，建立那客观建构的

宇宙论”；就存有论方面说，“脱离那主体主义的中心而向客观的独立的存有本身之体会

走，建立那客观自性的存有论。……面对实有而站出来，把自己掏空，一无本性，一无本

质，然而完全服役于实有便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质”。（14）西方文化中的各式的宇宙论、

存有论（或本体论）大约皆如此，这用《易经》的话说，便是“后天而奉天时”的开。然而

这些各式的宇宙论、存有论（或本体论）若要寻求其最后的根据，必须克就道德主体，至

“先天而天弗违”的合，始能最后站得住。 

3、正负的开。从道德主体的践仁尽性达到圆熟之境，则一切平平，一切落实，即儒家的所

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境界。但人若在此平平落实处，只见到那形而下的器而胶

着于事相上，则易从负面着眼，从“空”、“无”两方面来观察宇宙人生。从“无”方面

说：“无”却那事相对事相的执着，人为造作的不自然，而超显那自然无为的境界，此即为

道家；从“空”方面说：“空”却那事相缘起流转的自性而当体证空，此即为佛教。 

4、最后，道德主体的践仁尽性而至圆熟平平之境，则“抬头举目浑全只是知体著见”，则

是“天下归仁”。但人若在此提挈不住，不知是“知体著见”，而只见到“抬头举目”之生

理活动，如是，只去研究这生理活动本身，此即为科学。 

以上所说，包括宗教、哲学和科学，均系于道德主体所开发出，这才真正尽了“人文主义之

为一切建构一切成就之本”的全蕴，这才真正使人文主义成为一个综摄的系统，不与一切含

真理与价值的文化相对立，并能使之调适而上遂，成为领导文化生命的领导原则。正因为如

此，方可以说，要完成人文主义的全蕴，其唯一进路便是打开“道德主体”之门。 

但上述牟宗三的分疏，完全是一种理论的解说，是切就“道德主体”作为文化之本的义理解

析。但人文主义，前文说过，必须内在于生命、生活本身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人的内

在于生命、生活的质实的居间领域主要包括：欲望的满足（幸福）、宗教的祈向和美的愉悦

（审美）。真正的人文主义必须意涵这三个方面，才能内在化“神本”与“物本”，真正地

回到人这个“本”上来。这才是真正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这里将主要论述中国由“道德

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在“幸福”问题上具有怎样的表现和深刻内涵。后两个问题将留在

本文之下篇中讨论。  

三、人文主义与幸福   



人文主义就是“人本”，但要真正回到“人本”，必须维持人的物质存在，否则一切便会落

空，因此，人文主义必须关涉到人的各种欲望的满足，即“幸福”的问题（康德就把幸福定

义为：the satisfaction of all our desires，即：一切爱好的满足，既在广度上就满足

的杂多性而言，也在深度上就程度而言，还在绵延上就存续而言（15））。西方文化复兴时

期的人文主义就是要从中世纪的宗教天国中抽离出来，回到世俗世界，以肯定人的物质性存

在，既而对这种物质性存在的光彩（才情之美）的愉悦与欣赏。这一回转就是使人文主义与

人的“幸福”关连起来，这并非不对。但因为此时的人文主义只停留在人的物质性的当身来

探讨人的“幸福”，它的精神性也只表现在对这种物质性的当身的光彩的欣赏与叹服之上。

这用牟宗三的话说便是综合的尽气之精神，即其精神是服从自然生命的强度原则，让自然生

命充沛而不滞。虽然，这种自然生命的充沛、不滞，在“不自觉中亦有近道者存焉，其尽气

中的‘自然之强度’亦含有精神的，而非为纯物质的也。”（16）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文

化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但因为这种精神是切就人的物质性当身而向上，故始

终只停留在主观状态之中，而不能客观化出来而成为规范者。因此，这种基于自然强度的生

命精神时常提挈不住，而转化堕落为纯物化之气，由对才情之美的愉悦叹服转化为肆情纵

欲，薄伽丘的《十日谈》便是这种情形的最好说明。这种肆情纵欲的生活态度，便是嵇康在

《养生论》中所说的：“惟五谷是嗜，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

醪煮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可以说，这正是

对人的物质性存在的戕害，恰恰走向了“幸福”的反面。 

既然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人的物质性存在的当身来探讨人的“幸福”时常会走向

其反面，则显然，以这种方式来探讨人的“幸福”的问题是不够的。既如此，我们必须为

“幸福”寻找一个规范性或限制性原则，使“幸福”能得其正，真正起到滋养、维持、延续

人的物质性存在的作用。要解决这个问题，便牵涉到对人的基本看法。孟子说：“人之所以

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两种说法

大同小异，即都承认人既有理性又有动物性。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切就人的物质性存

在之当身及其才情之美来看人，则多只陷在动物性的一面，其超越动物性之所在，只表现为

才智的成就。但才智的成就，只成为人进一步追求幸福的工具。这样一来，追求幸福，成了

人的全部。由此，人们并不能找到一个场域，作为“幸福”的对立面，以便限制、规导人们

对“幸福”的追求。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关注人的“幸福”的问题而又陷入肆情

纵欲之泥潭的根本原因。要克服这种流弊，必须为“幸福”寻找一个对立性的场域，以形成

一个限制性、规导性的原则。那么，这个对立性的场域在哪里呢？这依然只能在人的本质中

来寻找。就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本质的定义和解说来看，则这个对立性的场域只能在

“几希”或“理性”那里，且这里所说的理性不是“知识理性”，而是“价值理性”。也就

是说，人作为追求价值的动物，对于“幸福”的问题的关注，如何利用手段追求“幸福”是

第二位的，而反省自己，是否配享幸福才是第一位的。因为前者是一个科学问题，后者是一

个价值问题。因此，前面所讲的使“幸福”得其正，便不是一个科学上的适度问题，而是一

个价值的反省问题，即人对“幸福”的追求和享受是否是道德的。通过这一价值反省，则人

对“幸福”的追求与享受，借用萨特的话说，则“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了抉择，而且通过这

一行为同时成了全人类作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

重大的责任感”。（17）这样，便把“幸福”推到了一个对立性的场域中，在那里得到进一

步的规导与限制，而这个对立性的场域，正是由人的“价值理性”（或名“实践理性”、

“道德理性”）而确立的。 



从上所述，人文主义要关涉“幸福”的问题，但幸福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在西

方，古希腊的斯多亚派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便说出了“德行便是幸福”的名言，但这实

际上是取消了幸福在人生中的意义。康德尽管也认为幸福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

但他并不取消它在人生中的意义。在康德看来，一个至善（the supreme good）的世界，也

就是说，在一个至善的世界里，一定含有幸福和道德两种成分。因为仅仅是幸福，对于我们

的理性来说远远不是完全的善。如果幸福不与配享幸福（worthiness to be happy），也就

是道德上的善结合起来，理性则并不会赞同这样的幸福，无论人们怎样地热望它。这样，由

于康德把幸福与道德结合起来，便为幸福开显了一个对立性的场域，在那里，幸福得到了道

德的规范与限制。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康德这里所说的虽然义理周全，但毕竟是纯粹哲学家

的解析，这是一种概念性的，用康德自己的话说，若我们仅从其概念而抽掉一切道德性的障

碍，则一个与道德性相结合成正比的幸福的体系的智性世界（intelligible world）是可以

被设想为必然的。显然，康德也很清楚，这样的世界只是一个理念（only an idea），而我

们之所以需要这个理念，乃是因为我们必须假定那个世界就是在感官世界（the world of s

ense）中的行为的一个后果，尽管感官世界并未向我们呈现这样一种联结，我们依然假定那

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未来的世界。显然，康德把幸福和道德相联结，只是先天地解析

出人类永恒福祉（general happiness）的必要条件，而这个永恒福祉的未来世界之所以可

能，康德认为还必须有两个预设，即上帝（God）和来世（a future life）（18）。。康德

的这一思路，尽管在义理上很详备，然依然是基于纯粹概念性的推导，在他的系统中既要有

上帝和来世的预设，则与人文主义基于“人本”的基本精神不相符了。 

但我们仍然不能抹杀康德的理论的价值，这便是：为人类找求永恒的福祉，不使幸福发生流

弊乃至走向其反面。尽管康德只是通过先验批判找到一个先天性的原则，这只是形式性的，

与人文主义内在于生命、生活的自觉而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的精神相差甚远。但我们依

然可以由康德的理论的价值与不足，来看中国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在“幸福”的

问题上的表现与价值。 

康德把幸福和道德联系起来，是想把幸福推向一个对立性的场域以使其得到规范，但因他只

是纯哲学的先验批判，因此他只是找到了一个普遍性的原则（Do that through which thou 

becomest worthy to be happy，即“去做那使你配享幸福的事情吧”。）。这条普遍性的

原则只有认知和律则的意义，它并没有内在于生命、生活开启一个质实的场域，人在此场域

中有切实的觉悟与感通。要开启一个有切实觉悟与感通的场域，唯有在中国由道德的主体所

开启的人文主义始有可能。而这个场域一旦被确立，即刻可见康德的理论与中国由道德的主

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在“福”的问题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徐复观所说的：中国文化

（特别是儒家）在“修己”和“治人”上的区别。 

康德在人的“幸福”问题上追求普遍性的原则，而说：去做那使你配享幸福的事情吧。而德

行是构成我们之值得享有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追求幸福必须自修习德行开始，因

为唯有德行使他有资格享有幸福（尽管他事实上不一定享有幸福）。这种思想在中国文化中

也有，便是：修其天爵以为人爵的前提条件。关此，《孟子·告子上》有如下的陈述：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

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

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天爵”就是“仁义忠信”，依朱子的解释，因“德义可尊，自然之贵也”，故称。“修其



天爵”就是“乐善不倦”，依朱子，就是以“仁义忠信”“以为吾分之所当然者耳”。故孟

子所说“修其天爵”就是修习德行。“人爵”就是“公卿大夫”，这是世间的富贵，即幸

福。显然，孟子论“天爵”与“人爵”，也就是在论述“德行”与“幸福”的关系。切就这

种关系而言，孟子认为应该是“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而不应该是“修其天爵，以要人

爵”（此所谓“有意为善，为善亦私”也），更不是“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所谓“修

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乃是说：尽“吾分之所当然者”，则人爵“盖不待求之而自至

也”。也就是说，就理想状态而言（孟子以“古之人”、“今之人”对举，并非历史事实，

而是以“古之人”寄寓理想也），“修天爵”应为“人爵”的前提条件。这就同康德所说的

德行构成了我们配享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的讲法一致了。康德由此而说出“去做那使你配

享幸福的事情吧”的普遍原则，儒家亦由此而说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

本”的普遍原则。所谓“修身”，就是通过人格修养的工夫，让道德主体在生命中动转甚至

作主，使整个生命呈现出一个仁者的境界。这个仁者的境界，才构成了“幸福”的一个质实

的场域，人在此才有切实的内在于生命和生活的觉悟、感通，给“幸福”以限制和规导。何

以能如此呢？这同康德的理论相比即可明白。康德对“幸福”的规导和限制只是基于一条普

遍性的原则——“去做那使你配享幸福的事情吧”。就此一原则，我们可问：我做什么事情

才使我配享幸福呢？这种价值上的关连靠什么来肯认呢？康德可回答曰：依人的道德理性。

但在康德那里，这个原则之被遵循，还须要有上帝存在和来世这两个条件。这样一来，则这

个由人的道德理性所确立的内在原则，因与上帝和来世挂搭起来，便不可避免其外在性，成

为了悬拟于人的主体之外的上帝的命令。但其实，我们行事，当下即是。何以必想到上帝是

否存在耶？亦何以必想到是否有来世耶？康德不能见人的生命中的道德主体的纯正与庄严，

而涉至那么远，如此“支离”，真是煞费苦心。若能打开道德的主体，则当下即是，良知的

决断即是生命当下的行为，亦即是幸福的规导原则，何等“简易”。但这个原则（实不能说

是原则）并不是悬拟在人的主体之外的一条抽象性、形式性的原则（如康德者然），而是良

知的自然发露，是心的不容己，情的不自禁（即孟子所谓“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也。”）。这不是外在的智性的认取，而是内在的德性的证悟，不是对外在的原则的服从，

而是求自家仁心之安。这里面有切实的觉悟与感通，这是质实的，而不是形式的。形式性的

原则只追求普遍性，如康德就是要把那普遍性的原则给解析出来。而对于质实的感通而言，

原则的普遍性不是最重要的，求仁心之“安”（“安”即是夫子答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

久矣”时，所说的“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之“安”也）才是最重要的。正因为如

此，则在“幸福”的问题上，与康德的普遍性原则不同，儒家有“修己”和“治人”上的区

别。用徐复观的话说，即是，在“修己”方面是“教先于养”，在“治人”方面是“养先于

教”。他说： 

孔孟乃至先秦儒家，在修己方面所提出的标准，亦即在学术上所立的标准，和在治人方面所

提出的标准，亦即在政治上所立的标准，显然是不同的。修己的学术上的标准，总是将自然

生命不断底向德性上提，决不在自然生命上立足，决不在自然生命上安设价值。治人的政治

上的标准，当然还是承认德性的标准；但这只是居于第二的地位，而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

要求居于第一的地位。治人的政治上的价值，首先是安设在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之上；其

它价值必附丽于此一价值而始有其价值。（19） 

按照徐复观的理解，则儒家对于“幸福”的态度，一方面，不能以治人的标准来律己，若

然，则是误认为儒家精神乃停顿在自然生命之上，而将其修己以“立人极”的工夫完全抹杀

掉；另一方面，亦不能以修己之标准治人，势必酿成“以理杀人”的悲剧。中国文化中之所

以能有这种思想，这决不是基于逻辑的分析或先验的批判，而是在道德主体的质实的场域中



觉悟，即仁心之不容已而始可能的。这才是人文主义的切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的人文主

义在“幸福”的问题上的这种胜义，再列举下面二段文字：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

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

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

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唯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

·梁惠王上》） 

把这种胜义说得更为清楚明白的，是下面的一段话： 

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孔子谓冉子曰：

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而后获。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

先后者不同焉矣。《诗》云：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又

曰：坎坎伐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后其食，谓治身也。《春秋》刺上之

过，而矜下之苦。……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

之惑。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春

秋繁露·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 

由上所述，在“幸福”的问题上，中国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既不同于西方文艺

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着眼于自然生命本身，其结果是对物欲的满足与欣赏。亦不同于康德

的批判哲学，着眼于纯粹理性的先验批判，其结果只发现抽象的规导原则。前者因未为幸福

确立一个对立的场域，故幸福在那里会发生流弊；后者因只为幸福确立了一个形式性的场域

（抽象性的原则其实不能叫做场域，这里用“形式性的场域”正表示它是——依亚里士多德

的四因说——没有质料塞入的空概念），故人的现实生活却并不能因此而得到规导。唯有在

由内在于人的生命的道德主体所开显的场域中，如前所述，幸福才会切实地调适而上遂。一

方面，它不会流为纯粹的物欲；另一方面，它不会沦为“以理杀人”。总之，唯有在由道德

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中，幸福才会尽其性，使仁者心安也。  

注释： 

（1）该文现收录在黎汉基、李明辉编：《徐复观杂文补编》第一册，中央研究院中央文哲

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第38-78页。 

（2）唐君毅：《世界人文主义与中国人文主义》，收入氏著：《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

（下），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第442页。 

（3）、（4）、（5）、（6）、（8）、（9）、（11）牟宗三：《人文主义的完成》，收入

氏著：《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158、160-161、166、169、171、1

75、161页。 

（7）、（12）、（13）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141、59

4、592页。 



（10）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1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 

（15）见Norman Kemp Smith的英译本：Critique of Pure Reason,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P636.

（16）牟宗三：《历史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197页。 

（17）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收入凡人等译：《萨特哲学论文集》，安徽文

艺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18）以上关于康德的幸福与道德的关系的思想，俱见Norman Kemp Smith的英译本：Criti

que of Pure Reason,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PP635-644.

（19）徐复观：《释论语“民无信不立”》，收入氏著：《学术与政治之间》（新版），台

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299页。 

论人文主义的成立及其内涵（下） 

——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中心的基础性理解 

内容提要：本文之下篇主要在探讨人文主义与宗教，人文主义与审美两个问题的基础

上，以说明人文主义必须内在于人的生活，但这种内在不能只停留在“幸福”的问题

上，它必须向超越的精神层面升进，而这之所以成为可能，皆依赖于人的生命中的道

德主体。最后以人文主义与人格修养收结，说明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实践的学问，

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 

关键词：  人文主义  宗教  审美  人格修养  

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便要维持住人的物质性的存在，这便牵涉到人的各种爱好与欲望的满

足，即“幸福”的问题。这在本文之上篇中已经讨论过了。但现代新儒家既把人文主义作为

担纲文化生命的领导原则，则不能只停留在“幸福”的问题上，它必须向超越的精神层面升

进，关涉到人的宗教生活及审美生活，这是继本文上篇之后，这里所主要探讨的问题。  

一、人文主义与宗教  

人文主义是“人本”，宗教是“神本”。在西方，人文主义正是对反宗教的“神本”而成立

的，即便是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如上篇所言，虽有泛神论的倾向，但这与真正的宗教

精神相距甚远，因为真正的宗教精神只可由信仰一神而不可由信仰多神而来。总之，在西方

文化中，人文主义与宗教几为不相容，此衡论大概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在西方，海德格尔从

存在的立场来谈上帝为较特出者，他说：“神圣者的本质只有从存在的真理才思得到。神性

的本质只有从神圣者的本质才可以思。在神性的本质的照耀下才能思能说‘上帝’这个词要

指称什么”。（1）但海氏的这一思想——正如日人三木清氏所批评的那样——“仅止于是

解释学的立场。然而真的人文主义者，不能单纯是理解的解释的。”（2）因为它没有构想

什么人类理想的图案，而可以被称为人文主义的，一定是从人性解放的立场来建构人的理



想。这也就是牟宗三所说的，是从实有的体会出发的，其神性是从“后天而奉天时”的思中

所得到。但若不能克就道德主体，在“先天而天弗违”的思中，神性未必能始终挺立得

住。）。而人文主义在中国文化中——依现代新儒家的看法——既作为文化生命的领导原

则，宗教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则人文主义必须容纳宗教，但这将如何可能呢？这里面的一个

首要问题便是“神”的问题。因为依西方文化的传统，任何宗教都少不了作为最高存在者

的——神，而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文化无这种至上神已是不争的事实，则中国由道德主

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要容纳宗教似乎亦成问题。但无神是否必无宗教呢？这似乎不能一概而

论。在中国文化中虽无神的信仰，但并不表示即无宗教的境界与圆满。《中庸》说：“天命

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的“教”并不只是一般的教育，而是具有宗教的

意味，不然，便不会有如后文所说的“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圆满境界。要理解

这种圆满境界的宗教性，便关涉到对宗教的基本看法。现代新儒家坚决反对以西方文化中的

宗教作为宗教的唯一形态。在他们看来，如果一种文化，其一：“足以为日常生活之轨

道”，进而其二：“由之以印证并肯定一真善美之‘神性之实’，即印证并肯定一使人向上

而不陷溺之‘价值之源’”。（3）则这种文化便可称为宗教或具有宗教性。只不过，这种

宗教并非系于至上神而是系于道德的主体，它是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的必至之

境，依现代新儒家的看法，这才是最高级的宗教形态： 

只有人文中的人生价值，亦即是在道德价值这一方面，才与宗教的本质相称，可以发

生积极地结合与相互的作用。没有人的主体性的活动，便无真正地道德可言。宗教与

人生价值的结合，与道德价值的结合，亦即是宗教与人文的结合，信仰的神与人的主

体性的结合；这是最高级的必然形态，也是宗教自身今后必然地进路。（4） 

现代新儒家之所以认为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才是宗教的必然进路，乃是因

为他们在思考一个康德式的问题，即“宗教怎样才能纯洁而又有力地注入人们的心

灵”。（5） 

在此，我们来进一步疏理康德关于此一问题的思考，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人文主

义的宗教品格。 

康德的批判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便是：“道德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宗教”。（6）但这并不

是说，道德依附于宗教（康德一再声明，道德绝对不需要宗教，因为借助于纯粹的实践理

性，道德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而是恰恰相反，宗教依附于道德，宗教的意义在于道德完善

的需要。因此，不是神学的道德学，而是道德的神学。这表明，对于宗教问题，康德取的是

人文道德的进路。所以，对于宗教中的上帝，康德是这样说的： 

不能把真正的宗教设定在对上帝为我们获得永福正在做或者已经做了的事情的认识和

信奉之中，而是应该把它设定在我们为了配享那些东西必须做的事情中，这种事情在

任何时候都只是某种自身就具有无可置疑的、无条件的价值的东西，因而也只有它才

能使我们让上帝喜悦。同时，每一个人都不需要任何《圣经》的博学就可以肯定它的

必要性。（7） 

这就是说，一种真正的宗教情怀并不是在熟读《圣经》的基础之上信仰上帝，既而再向上帝

祈福；而是必须也只须去做那配享幸福的事情。此时，则不管他熟不熟习《圣经》，甚至参

不参加各种宗教性的仪式，都不重要。如果宗教把这些形式性的东西绝对化为邀取上帝恩宠

的手段，康德认为，这是对上帝的伪事奉： 



因此，谁把遵循规章性的，需要有一种启示的法则，作为宗教所必需的，并且不仅是

作为意念的手段，而且还作为由此直接让上帝喜悦的客观条件而置于前面。把对善的

生活方式的追求置于这种历史性的信仰之后。他就把对上帝的事奉转化为一种单纯的

物神化，实行了一种伪事奉。这种伪事奉将使趋于真宗教的一切修行化为乌有。

（8）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种倾向于外在形式的宗教，“人或者谄媚上帝，认为上帝能够使他

永远幸福，而他自己却没有必要成为一个更善的人。或者，如果这在他看来不可能的话，认

为上帝能够把他变成为更善的人，而他自己则除了为此而祈祷之外，没有必要为此再做什

么”。（9）康德从道德的立场来讨论宗教问题，是想把宗教的基础从外在的信仰转化为内

在的道德意志之上，从而加强人的宗教力量。但是，康德却同时有另一种重要思想，即人的

道德力量依赖于对上帝的信仰。尽管康德一再声明，实践理性的纯粹使用并不需要宗教，但

他亦深知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不可能不考虑道德行为的后果，从而便有一个只对道德法

则负责的道德力量的兴发力问题，而这种兴发力乃来自于人的幸福追求。在康德那里，能把

幸福和道德作合理匹配的惟有上帝。这就是说，人的道德力量的兴发力最终来自于对上帝的

信仰，因为上帝能根据人的行为的道德性分配其应享的幸福。所以康德认为，道德本来并不

是教我们怎样使自己幸福的学说，而是教我们怎样才配享幸福的学说。但这只有加上宗教之

后，才有希望有朝一日依照我们努力使自己配享幸福的程度而分享幸福。因此，信仰上帝成

为人们道德实践的必要条件，神助构成了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一环。这样，康德取法于道德

而来谈宗教问题，本来是欲借助道德的力量来解决“宗教怎样才能纯洁而又有力地注入人们

心灵”的问题的，而在康德那里，人的道德力量又最终来自于对上帝的信仰。这种两难的循

环论证，使得康德在道德和宗教两方面均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 

康德之所以不能解决他在宗教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只因他沉陷在西方文化的传统中，一定要

克就上帝来说宗教，而不能切就道德本身来说宗教。因为在他的道德哲学中，如上篇所述，

只有一个形式性的主体，而不能在人的现实生命中发现一个可以完全自我作主的质实的道德

实体。形式性的道德主体只有形构系统的意义，而不能内在于生命有切实的觉悟，以见道德

主体完全呈现后的宗教般的圆满境界。若能依道德主体而内在于生命有所觉，则亦可不依上

帝而说宗教，只就道德主体之当身而说宗教。这正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思路，由此便可切实

地解决康德所提出的问题。这样的宗教，依唐君毅的看法，“乃重在能信者之主体之自觉一

方面，而不只重在所信之客体之被自觉的方面”。“由重此中之能信之主体自觉，而重此主

体之实践其所信”。（10）此即是说，这种宗教的能信者和所信者是一，皆为道德主体之自

身，其间无间隔，自然无所谓兴发力不足的问题。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此即表明，切就道德的主体来说宗教，则对此宗教之信仰完全可操之

在己，而无需外来之助力。“如此方可说自拔于陷溺，腾跃而向上，有真的自尊与自信”。

若像西方宗教那样，须借助教会或《圣经》上的神迹，正如牟宗三所言：“自家生命空虚混

沌，全靠情感之倾注于神而腾跃，则无源之水，脚不贴地，其跌落亦必随之”（11）。 

上面论述了中国文化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能够克服西方宗教兴发力不足的问题。

然宗教之所以为宗教，其最终境界必然是神圣和圆满。那么，这种人文主义能否由道德的进

路去印证并肯定一个真善美合一的神圣之域呢？这个神圣之域，若借用康德的话说便是：

“上帝的国降临，他的意志行在地上”。（12）这是从外在效验上来考察这种人文主义的宗

教性，若仅从道德的主体而言其宗教性，可以说只是内的，尚只是可能性，其必有待于实现



出来，产生实际的效验，这便叫做合内外之道。《中庸》所说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即是从外在效验上说的宗教性的圆满之境，这种圆满之境，正是由内在的道德主体直贯下来

的。故朱子在诠释这句话时说： 

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亦；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

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

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

有两事也。（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 

“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可见道德的主体对于极成这种人文主义的宗教性的基础性作

用。因为——如上篇中所述——这种内在的道德主体是“宏大而劈，深闳而肆”的，故其外

在的用完全显发时，必然是不见其迹的圣域、化境。《孟子》的下面一段话也是表达这种意

思：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

·尽心下》） 

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其最终的圆满境界，牟宗三作了如下的描述： 

践仁尽性到化的境界，“成于乐”的境界，道德意志之有向的目的性之凸出便自然融

化到“自然”上来而不见“有向性”，而亦成为无向之目的，无目的之目的而“自

然”，亦不复是那知识系统所展开的自然，而是全部融化于道德意义中的“自然”，

为道德性体心体所通澈了的“自然”，此就是真善美之真实的合一。（13）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化境”既是道德的极致，也是宗教的圆满，同时亦是艺术的圆融。

正是基于此，徐复观才说，最高的道德精神与最高的宗教精神，最高的艺术精神常常是同一

的。我们正是依此而来谈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与审美的问题。  

二、人文主义与审美  

依康德的讲法：“美只适用于人类，即适用于动物性的，但却有理性的存在物”。（14）美

既只适用于人类，则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理应包含审美这一维度。在上篇中说过，西

方的人文主义也谈美，但因西方的人文主义是无“本”的，这种美遂只落实在现实的生活情

调之上，它是一种外在的、形式的、松散的美，因无“本”而不能使美始终挺立得住，随时

有可能滑坠。其个中关键即在：西方文化始终不能打开审美的主体，而总是切就外物转而来

谈美，使得美一直处于技巧的层面——至多给人以片刻的怡情和愉悦——而不能上升到精神

境界的层面，予人以人格教化的力量。 

在西方文化中，长期以“模仿说”为艺术的审美原则，这自然是以外物为中心而来谈美。即

便是从主体方面讲美的康德，也一定要绞链着外物，而不是谈审美主体自身的美。因此他

说：“为了分辨某物是美的还是不美的，我们不是把表象通过知性联系着客体来认识，而是

通过想象力（也许是与知性结合着的）而与主体及其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联系”。（15）

此即表示，康德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而来谈美。康德之所以谈美，是着眼于他的批判哲

学系统，以美来沟通道德界与自然界，而说：美是道德的象征。然既是“象征”，则表明美

与道德界的连接是虚的，而与自然界的连接方是实的。这就是说，康德之讲美，亦不知不觉



地滑向了客体。这样一来，美在康德那里，也只停留在工具性的技巧层面，而不能上升至实

践性的精神层面。我们现在来检讨一下康德的美学体系：在西方文化中，康德把美学作哥白

尼式的回转，而直接切就审美主体而讲美，这是他的美学的最大贡献。但康德毕竟是作抽象

思考的哲学家，而不是作道德践履的圣人，因此，在他那里，审美主体并不是内在于生活实

践而开启的一个质实的精神主体，而是通过先验批判而透显的抽象的形式性主体。这个形式

性的主体可以有检定限度，厘清分际的作用，但却不能有“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

·尽心上》）的觉悟。依这种形式性的主体来讲美学，可以“得一察焉以自好”，因为这种

美学“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但却不能至“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

（《庄子·天下》）之境。因为“美”不是一个“讲”的问题，而是一个切实的“感”与

“觉”的问题（康德虽“讲”美学，但无美感，故他不能胜任诗歌教席）。美学要至此境，

必须克就审美主体而讲审美主体自身的美，外物再在这个审美主体的朗照与润泽中，而至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之境，这才是最高的审美精神境界。而这，必须在中国文化的精神理

路中方可开出。 

本文说过，最高的道德精神、最高的宗教精神与最高的艺术精神常常是同一的，则中国由道

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其审美主体就是那个道德的主体，因为它是内在于人的现实生

命中的一个精神实体，其自身即可呈现出一片虚灵的光景。故中国历代儒者，特别是宋明儒

都可觉悟得到这个道德主体自身的美：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 

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

也。（《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 

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訢合和畅，原无间隔。（《王阳明全

集》卷五《与黄勉之》）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

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王阳

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传习录》下） 

这个自身即具审美特质的道德主体，就其本体而言，是天理昭融，和乐醇默，无思无勉；就

其作用而言，是朗照润泽，妙用无方。润泽于此，则万物莫不适性；朗照于彼，则彼处莫不

是“道体”流行的美好境域。这是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的审美主体向外所开出的

美学境界。它不是像康德那样，是在审美主体与外物的关系中谈审美，而是：外物本身即属

于审美主体，践仁尽性至化境时，必然要臻于此美学的境界。故程明道说：“仁者，以天地

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又，“圣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二程集·河南程

氏遗书》卷第二上）；王阳明也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

本若是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体也”（《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大学问》）。这种圆满圆融的

美学境界，在中国文化中常被称为“曾点之学”，儒者往往美言于此。“曾点之学”源于

《论语·先进》篇夫子言志之问，曾点以下列文字相答：莫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一回答，致使“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那么，夫子何以喟叹呢？朱子是这样解释的：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



从容如此。……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

于言外。（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之六·先进第十一》） 

朱子所说的这种境界，成为中国古代士人最高的审美追求。这种得于“性天”的美自是文人

的艺术创作之美所不可比拟的。明儒庄定山对此有深切的体认，他说： 

夫月也，有诗人之月，有文人之月，有诗颠酒狂之月，有自得性天之月。韩昌黎《盛

山十二诗序》谓追逐云月，文人之月也；杜子美诗谓“思家步月清宵立”，诗人之月

也；李太白捉月采石，而其诗又谓“醉起步溪月”，诗颠酒狂之月也；黄山谷谓周茂

叔人品甚高，其人如光风霁月，自得于性天者之月也。夫诗文人之月，无所真得，无

所真见，口耳之月也；诗颠酒狂之月，醉生梦死之月也；惟周茂叔之月，寂乎其月之

体，感乎其月之用，得夫性天之妙而见乎性天之真，自有不知其我之为月而月之为我

也，所谓曾点浴沂，孔子之老安少怀，二程之吟风弄月，傍柳随花，朱紫阳之千葩万

蕊争红紫者是已，盖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上下与天地同流者也，所谓圣贤之月

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54册《定山集》卷七《月轩序》） 

那么，何以得于“性天”之美为最高的美学境界？这是因为一般的艺术创造乃是创造者与对

象处在对立的关系中，既而由创造者观赏乃至构造审美对象。此即是程明道所说的“防

检”、“穷索”，这是尽个人的才气之用，尽管亦有所成，然这只不过是庄子所说的“一曲

之士”。而在道德主体的朗照润泽中，则消除了这种对立关系。程明道由此而说：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

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

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

有之，又安得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 

程明道所说的“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牟宗三则称之为“无相”，而“无相原

则”才是审美的最高原则，即审美必须切就审美主体自身及其朗照润泽而言： 

到此无相关时，人便显得轻松自在。此即“圣心”即函有妙慧心，函有无相之原则，

故圣人必曰“游于艺”。在“游于艺”中即函有妙慧别才之自由翱翔与无向中之直感

排荡，而一是皆归于实理自平平，而实理亦无相，此即“洒脱之美”之境也。故圣心

之无相即是美，此即“即善即美”也。（16）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士人之所以把得于“性天”之美作为最高的审美追求，乃是因为

它即善即美（此不是说美中有善或善中有美，而是说美即是善本身，善即是美本身），这是

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对审美问题的基本要求。陈白沙说得极为明白： 

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

计，被孟子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若无孟子工夫，骤而语之以曾点见趣，一似

说梦，会得，虽尧、舜事业，只如一点浮云过目，安事推乎！（《明儒学案》卷五

《白沙学案》上《论学书·与林缉熙》） 

这就是说，曾点之学的境界若无孟子逆觉的工夫，体认到它乃是由道德的主体所生发，而徒

从光景上看，则是“说梦”，“稍差便入狂荡一路”。美乃是由道德的主体所生发出，此即



是说，美亦有人性论的基础，这是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对审美问题的基本规定。

人若在此提挈不住，仅从才气上用力，即便是天才，亦是落入下乘。之所以如此说，这并非

是一个能力的大小问题。此犹如康德的“现象”与“物自身”的超越区分，“物自身”之不

可知，并非是知性的能力问题，而是说知性根本就不能知，唯有理性方能知。同样，儒者的

“性天”之美和天才的艺术创作亦是一种超越的区分，前者生发于人的义理之性，后者肇始

于人的材质之性；故前者具有人性论的基础，是有“本”的，后者无人性论的基础，是无

“本”的（材质之性各个不同，是松散的，不可谓之“本”）。正因为天才的艺术创作“无

本”，无人性论的基础，我们才能理解康德所说的：除了美的艺术以外，无规无矩的神秘的

天才活动只能坏事，造不出适用的东西来。这也就无怪乎柏拉图要把诗人从理想国之中驱逐

出去了。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下蔡元培所说的“美育代宗教”在什么意义上方可成

立。蔡元培提出此说的基本理由是：宗教终将会被哲学主义所替代，且文学、美术同宗教一

样具有慰藉情感的作用，但较自由、亲切、活泼，不似宗教之执着而强制。蔡元培依此而提

出此论，可以说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因为宗教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和一般的文学艺术的

美感不同，宗教的艺术境界只表示全体放下的和谐与禅悦（即“上下与天地同流”），而一

般的文学艺术的美感却只表示形气生命的潇洒与浪漫。故最高的艺术精神可以通宗教，因其

有人性论的基础，而不可泛泛地说一般的文学艺术皆可通宗教。因为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

人文主义，其审美境界正是切就道德的极量、宗教的圆满而言的，而这，又正是基于人性自

身的完善。唯有在这种审美境界中，方可达成艺术的教化功能，成就人格的超度力量。  

三、结论：人文主义与人格修养  

通过本文上下两篇的论述可知，在中国文化中，人文主义之所以成立，其基点即在于精神性

的道德主体。这个道德主体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从理上讲，人人皆有（此即表示乃为先天

地有），然现实上并非人人能呈体见用，其关键即在是否肯做操持涵存的修养工夫。黄梨洲

曰：“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明儒学案·黄梨洲先生原序》）。则以上所述

的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的一切景观，皆维系消融在践仁尽性的人格修养工夫之

中。人若仅从义理上认知，而不在工夫中加以承担（究极而言，若不在人格的修养工夫当

中，根本不可能体认到此般景观），可谓舍本求末也。牟宗三所说甚是： 

但须知此学本不同于一般的专学。只当分解地说之时，始有系统，有轨道，有格套，

亦因而好象是一专学。然而当付之于践履时，则那些系统相，轨道相，格套相，专学

相，便一齐消化而不见，此时除那本有而现成的知体流行于日用之间外，便什么也没

有，它能使你成一个真人，但不能使你成一个专家。以此学为专家，如今教授之类，

就此学言，乃是下乘而又下乘者。（17） 

这是因为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乃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实践的学问，而这正是中国文

化的精神所在。  

注释：  

（1）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熊伟译，收入倪梁康选编：《海德格尔选集》，

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94页。 

（2）三木清：《西洋人文主义的发展》，徐复观译，收入黎汉基、李明辉编：《徐复观杂

文补编》第一册，中央研究院中央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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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牟宗三：《人文主义与宗教》，收入氏著：《生命的学问》，台湾三民书

局，1970年，第73、79页。 

（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5）、（6）、（7）、（8）、（9）、（12）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5、4、136、188-189、41、95页。 

（10）唐君毅：《儒家之学与教之树立及宗教纷争之根绝》，收入氏著：《中华人文与当今

世界》下，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第465页。 

（13）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 

（14）、（15）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37页。 

（16）牟宗三：《以合目的性之原则为审美判断力之超越的原则之疑窦与商榷》，收入牟宗

三译注：《康德判断力之批判》，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84页。 

（17）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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